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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融合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理论，提出了“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粤港澳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分析框架，并以

大湾区实施的重大跨体制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港珠澳大桥为例开展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① 交通组织、可达性提升

和空间发展是地方政府跨体制交通规划的主要考量要素；② 高昂的交易费用和跨体制协调制度框架的缺失是合作

困境的成因；③ 促成跨体制合作的关键是提供一个融合市场和行政 2 种机制的正式的协调制度框架；④ 只有在市

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启动行政协调机制。在中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建设交通强国战略背景下，

跨体制协调机制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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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协调的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

一项核心空间发展战略[1-3]。2019 年 2 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

见（发改规划〔2019〕328 号）》（https://www.ndrc.
gov.cn/xxgk/zcfb/tz/201902/t20190221_962397_ext.
html），提出近年来中国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

势，但存在城市间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的突出问题，

要求以增强都市圈基础设施贯通性为重点，加快建

设都市圈城际公路和轨道交通网。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http://
www.gov.cn/xinwen/2019-02/18/content_5366593.
htm#1），要求大湾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筑大湾

区快速交通网络，以连通内地与港澳为重点，构建

以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力争实

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 1 h 通达。

在中国大力推动城市群与都市圈等区域协调

发展实践中，合作供给跨行政区边界（简称“跨界”）

的交通设施普遍被视为实施措施中的先导策略[4-5]。

不同于城市交通，跨界交通供给建立在跨界城市的

合作之上。而大型跨界交通设施会对城市的交通组

织、可达性和空间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

难免会出现各城市核心诉求不协调，发展利益有冲

突的情况[6]。由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与内

地有差异的社会制度，粤港澳大湾区跨体制合作比

内地跨城市合作更加复杂。

大湾区跨境交通基础设施供给的最大特色是

具有“一国两制”下的跨体制特征。这种特殊体制背

景下的交通供给存在着独特的协调问题和经验。在

缺乏成熟的跨体制协调制度框架背景下，实践中的

跨体制合作协调成本高昂[7]。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实

施的“一国两制”背景下的重大跨制度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其规划过程充满挑战，多次因协调问题导

致项目停滞[8-10]，是能够提供大湾区跨体制交通基础

设施供给协调经验的理想案例[11-13]，亟需对其开展

案例研究。现有关于港珠澳大桥的文献可以归纳

为 4 个方面：① 从交通地理视角计算港珠澳大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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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压缩效应[14-16]；② 从工程管理视角总结港珠澳

大桥的决策治理[7,9,13,17-18] 和工程管理[19-20] 经验；③ 从
管理理论与哲学视角探讨如何构建中国重大工程管

理的特色理论和话语体系[11-12]；④ 从地缘政治视角

梳理桥位走线前期研究过程中的地缘政治博弈过

程[21]。登陆点选址是前期规划中的基础性工作，其

决策过程是各方核心空间发展利益的集中体现。登

陆点选址规划困境是港珠澳大桥在正式立项后遇到

的首个重大跨体制合作问题。在协调过程中探索出

了融合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 2 种协调方式的协调

制度框架，为解决后续其他协调问题提供了经验。

但现有研究尚缺乏对大桥登陆点选址规划困境成因

及跨体制协调机制的深入探讨。基于此，为了帮助

理解大湾区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中的实施困境和协

调机制，本文以港珠澳大桥为案例，提出了“政府−
市场”共同作用下的粤港澳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分

析框架，并尝试回答：① 港珠澳大桥登陆点选址规

划是如何考量的，规划困境的成因是什么？② 什么

样的制度框架能够协调困境并促成合作？③ 协调途

径的作用机制。对比交通供给研究的现有文献，本

文的分析框架的特色在于：采用行事规则这一更加

微观的视角，将交通供给研究从行为层面拓展到行

为的行事规则层面。这将有助于对交通供给中的合

作行为和协调途径开展机制分析，进而从底层逻辑

上厘清市场和行政 2 套行事规则在促成合作中的

作用。在大湾区融合发展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港珠

澳大桥跨体制合作协调机制经验对于相关政策制定，

以及供给跨体制交通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1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1    理论基础评述

1）交易费用理论及其解释力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

“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零交易费用假设，

建立起经典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这些假设过于理

想，忽略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交易成本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认识到人是有限理性的，具有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交易无摩擦，

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竞争结论就能成立[22]。那么，

无论初始制度如何安排，有效率市场的竞争结构总

能使交易双方在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情况下达到总和

收益最大的结果[23]。但实际上，交易活动是稀缺的，

为了克服不确定性，人们需要做出很多努力。

为了解释企业的性质、边界以及企业与市场并

存于现实世界这一事实，科斯将交易费用引入到经

济学分析中，将单一市场机制制度体系拓展为包括

企业与市场的制度体系[24]。科斯提出交易费用包括

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

易价格的费用，谈判、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的费用，

监督契约条款履行的费用等[24]。他认为市场和企业

均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利用市

场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企业内部的科层机制代替

市场机制的分散定价和讨价还价，可以节省市场的

交易费用[25]。当然，企业也存在交易费用。当通过

企业组织交易的净收益小于市场，企业就失去了存

在的意义[26]。对在市场和科层 2 种不同协调方式之

间如何选择起到关键制约作用的正是交易费用[27-29]。

在跨界合作中，高昂的谈判协商成本是导致

合作困境的重要原因[30]。当前主流经济学文献对

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企业理论、产业

理论、制度理论和国家理论等方面[31]。在跨界、跨

体制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的应用还较为鲜见。

中国的跨界、跨体制交通供给中普遍存在着合作

协调问题[5,9,21,32-33]。交易费用理论的启示是可以从

市场和行政 2 种机制入手构建协调机制，以及采

用它们的理论边界是以何种方式协调合作可以使

总净收益更大。

2）制度理论及其解释力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

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人类总是处于各种

各样的“制度矩阵”中[34]。在交易中为确保合作达成

所需投入的资源越多，则证明交易费用越高，那么

合作收益被稀释的就越多。合作在时间和空间上越

复杂，为实现合作所需的制度就越复杂[23]。演化博

弈制度分析观点认为制度是在协调行为冲突的过程

中产生和演化的[35]。机制设计观点将设定的目标当

成一种博弈均衡结果，然后试图设计出能够实现这

一均衡结果的一系列条件[29,36]。当机会主义行为增

加，交易费用高昂时，只有能够低成本的由第三方

监管和强制实施的制度约束，可以将交易费用降低

到理想水平[23]。

制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制度框架可以降

低谈判成本和代理成本[23]。诺斯指出，在谈判陷入

僵局后，如果想让合作方作出妥协，那么能否提供一

个适宜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23]。协调制度能为谈判

和妥协提供适宜的框架。如果制度框架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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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可能缺少一个解决争端的机制，合作的潜在

收益就可能无法实现。此外，妥协性方案无法达成，

还可能由于合作方谈判自由度有限以及他们对选民

的忠诚使各方的选择集合可能没有交集。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解决争议能够实现潜在收益，但由于制度

协助和谈判自由的缺失，将导致合作无法实现。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的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

中，当各方难以达成共识时，是否具备能够促成合

作的协调制度框架是影响合作成败的关键[7]。现有

文献较少从制度视角对大湾区跨体制交通供给协调

开展分析，还缺乏对跨体制制度协调经验的总结。

 1.2    跨界交通合作协调途径

“一国两制”背景下的跨体制交通首先具有跨

界特征。现有关于跨界交通合作的研究揭示了跨界

交通设施会对城市的交通组织、可达性和空间发展

等方面造成影响[37-39]。城市政府会综合考虑这些方

面以通过投资跨界交通为城市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当跨界交通合作出现分歧时，地方政府主要有 3 种

行政协调途径：即发挥行政力量在编制空间协同规

划、设立特别行政协调机构和直接介入项目决策中

的作用。美国普遍建立了都市区规划委员会等常规

管理机构来主导和协调政治高度分散状态下的都市

区交通规划和投资[40-42]。跨境交通供给不足限制了

欧洲一体化发展效率和边境地区的发展潜力[43]。欧

盟普遍通过编制跨界空间规划来推动区域交通协调

发展[44-45]，也有一些跨界地区建立了由跨界城市政

府共同组成的行政协调机构[46-47]。当前，中国缺乏成

熟的基于都市圈功能地域设立的行政协调机构[48-49]。

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编制区域规划和直接介入项目决

策推动跨界交通合作[39,50]。当解决急难问题时，上级

政府通过行政协调介入项目决策可以推动实现协调

目标，但缺乏法律和行政体系方面的长效制度

保障[38]。

现有文献大多笼统地将协调途径统称为“行政

协调”，忽略了行为主体的行事规则和协调途径的

作用机制。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视角的缺失，会忽

视市场机制在跨界交通协调中的作用，存在夸大行

政力量作用的风险。

 1.3    “一国两制”下的跨体制特点

“一国两制”背景下的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比

只跨界具有更加复杂的制度和社会环境[51]。跨体制

合作的首要挑战是行事风格差异。在实践中，香港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一贯坚持通过市场规则供给

交通基础设施。而内地政府则更倾向于通过行政规

则发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政府（或准政府）”作用。

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只有充分认识到行事规则层面

的差异，才有可能从本质上平衡这 2 种价值导向。

其次，跨体制合作具有制度异质性特点，实践中尚

未形成可以直接用于跨体制协调的制度框架[7]。特

区政府在交通供给领域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如果不

做出特别的制度安排，合作谈判只能依赖市场机制

调节。但当市场机制失灵时，缺乏协调制度框架的

协助合作很难达成。最后，社会力量在特区政府的

决策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社会主体的行事逻辑主要

基于市场规则。从私人部门的收益/成本和社会收益/
成本比较的角度，社会力量在港珠澳大桥的立项和

规划决策阶段，开展了大量的资政建议[8,21]。

 2    跨体制登陆点选址合作及协调机

制分析

 2.1    登陆点选址决策过程

国务院于 2003 年批准了《香港与珠江西岸交

通联系研究报告》，同意由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

成立“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简称“协调

小组”）开展前期工作①。

1）香港。协调小组委托咨询公司对大桥登陆点

选址开展可行性研究[10]，得出香港登陆点的备选方

案：新界屯门西、大屿山西南岸和大屿山西北的散

石湾（表 1）。2004 年 3 月，香港政府表示：在交通

组织方面，由于新界屯门西的交通已经较为拥堵，

如果大桥登陆点选址屯门，需要大规模改造道路系

统，所以未采纳该方案；而大屿山西北可与正在兴

建的香港国际机场等大型交通设施衔接。在可达性

提升方面，大屿山西北有利于提升国际机场等大型

设施的客流，以及计划兴建的货柜码头的货流。在

空间发展方面，大屿山西北与香港的空间发展战略

相契合。由于大屿山西南方案会对沿岸景观造成破

坏，与自然保育功能定位相违背，所以此方案不可

接受。因此，香港政府推荐登陆点选址在大屿山西

北的散石湾附近。

2）珠海。可行性研究提出了 3 个备选方案：九

州岛、横琴岛和拱北。珠海市政府表示推荐横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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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在交通组织方面，拱北登陆点位于拱北口岸

与澳门口岸的关闸之间，该地区客流强度已经很大，

在横琴岛登陆可以避免增加拱北主城区的交通压力。

在可达性提升方面，在横琴岛登陆可以将香港的西

部发展战略和珠海的横琴发展战略相结合。在空间

发展方面，横琴岛是珠海扩大开放的重点区域，有

超过 40 km2 土地可以开发，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而九州岛方案对生态影响太大。

3）澳门。在考虑珠海推荐登陆点选址横琴岛后，

可行性研究提出了对应的澳门登陆点选址 3 个备

选方案：路环九澳、氹仔北安和明珠。澳门政府表示：

在交通组织方面，明珠登陆点可与澳门规划的轻轨

网络相衔接，方便旅客。大桥从明珠上岸后再与北

安附近的交通设施接驳，能同时解决从北安登陆离

拱北市区较远，且离澳门机场较近的问题。在可达

性提升方面，明珠靠近珠海拱北市中心和澳门外港

码头，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且从明珠上岸路程更

短，节约成本[52]。同时，出于对自身可达性的提升，

澳门和香港均坚持将珠海登陆点选址在拱北市中

心[21]。在空间发展方面，路环九澳方案与生态保护

区的功能定位不符；北安方案一需要在大桥进入珠

海横琴岛前在澳门设专用通道，将占用澳门用地，

对沿线地区的再发展也有限制；北安方案二大桥会

上跨澳门的澳氹一、二、三桥，横穿澳门，不仅对城

市景观影响大，而且还会影响这 3 座桥未来的改造

和再规划；北安方案三由于澳门机场航空限高制约，

需采用隧道穿越澳门外港航道和内港航道，未来的

地铁规划会受到制约，限制澳门发展。同时，澳门对

以澳门明珠和珠海横琴岛为登陆点的穿越澳氹 3
座大桥的“明珠–横琴”方案不同意[10]。此外，澳门政

府已计划在明珠登陆点东南侧水域填海造陆以获得

新的发展空间。因此，澳门坚持推荐明珠登陆点。

协调小组汇总三地政府意见后，要求可行性研

究考虑香港的登陆点为大屿山散石湾，西岸登陆点

考虑 2 个组合：① 珠海登陆点为拱北，对应澳门登

陆点为明珠；② 珠海登陆点为横琴岛，对应澳门登

陆点为北安。2004 年 7 月，珠海市和广东省均坚持

推荐登陆点选址珠海横琴岛和澳门北安。澳门则表

示对以北安为登陆点穿越澳氹 3 桥的方案不同意。

2004 年 12 月，广东省政府再次表示：综合考虑交通

 
表 1    各方登陆点推荐方案及理由

Table 1    Recommended landing point schemes and reasons of each city
 

备选方案 是否推荐
推荐（不推荐）理由

其他方意见
交通组织 可达性提升 空间发展

香港 新界屯门西 × 交通拥堵，需要大规

模改造道路系统

大屿山西南岸 × 生态保育区

大屿山西北散石湾 √ 可与国际机场等大型

交通设施衔接

有利于提升大屿山的

客流与货流

大屿山西北为重要的

中长期土地供应来源，

是重点开发区

无反对意见

珠海 九州岛 × 生态保育区

横琴岛 √ 可与珠海及国家的路

网规划相衔接

可将香港西部大屿山

发展战略与珠海横琴

岛发展战略结合

有40多平方公里的土

地可供开发，是扩大开

放的重点开发区

澳门反对

拱北 × 交通拥堵严重 已建成的中心城区 澳门和香港推荐

澳门 路环九澳 × 生态保育区

氹仔北安 × 占用澳门用地，限制再

发展；影响城市景观；

制约地铁规划

珠海推荐

明珠 √ 可与澳门轻轨网络和

北安交通网络衔接

靠近珠海拱北市中心

和澳门外港码头，有直

接经济效益

与大规模的填海造陆

计划相契合

与珠海推荐方案

不相容

广东省 横琴岛−北安 √ 高速公路网络衔接更

加顺畅

联通区域内的多个机

场和深水港，推动交通

基础设施资源共享

待开发土地余量充足，

有利于优化珠海城市

空间布局

澳门反对，珠海推

荐

拱北−明珠 × 对拱北交通分流影响

大，加剧拥堵

拱北建成区发展空间

不足

珠海反对，澳门推

荐，香港支持

　　注：空白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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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可达性提升和空间发展，对于 2 个比选方案，

已明确建议采用珠海横琴岛方案①。

 2.2    选择受限与交易费用高昂下的合作困境

选择受限导致合作方的选择没有交集。在登陆

点选址过程中，珠海和澳门的政治、商业、学术等社

会组织均公开发表意见，两地媒体对登陆点选址进

展进行了跟踪式报道。出于城市发展利益，关于港

珠澳大桥登陆点的选址，珠海市和广东省政府坚持

“澳门北安和珠海横琴”方案，而澳门特区政府坚持

“澳门明珠和珠海拱北方案”，且双方都拒绝作出妥

协。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存在两重委托代理关系[53]。

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是市民委托政府行使行政权力；

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是上级政府委托下级政府执行

上级决策。对于影响城市长久发展利益的大桥登陆

点选址问题，两地的决策集团既代表着各自政府也

代表着两地市民。代理人对于委托人的“忠诚”限制

了选择的自由度。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这种问题

称为“潜在的代理成本”。潜在的代理成本由两部分

构成。第一部分是在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的。

可以设想，如果任何一方的决策集团作出妥协，同

意了对自己有损但有利于另一方的方案。那么，妥

协方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事后有可能会

被归咎于，由于代理人的妥协，导致了城市利益的

受损。第二部分是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的。

在双方政府都坚持不妥协的原则下，双方的决策集

团只能执行上级的行政决策，没有自由裁量权。尤

其是珠海市政府同时需要执行广东省政府的决策，

妥协的可能性更低。因此，尽管如果合作不能达成，

将完全失去潜在的合作收益。但由于潜在的代理成

本，双方决策集团在面临选择没有交集的情况下，

仍然不会作出妥协。

交易费用高昂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在交易费用

为零的理想状态下，各方作为完全理性人，均会自

觉地从全局利益出发，以促成合作为目标，主动扩

大自己的选择集，作出妥协。合作方会通过谈判式

的平等协商得出各方均相对满意的妥协性方案。这

时合作的总净收益最大，接近最优方案。但实际上，

城市政府作为市民和上级政府的代理人，与人类个

体的决策思路类似，都是有限理性的，普遍具有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通常情况下，

城市政府并不追求各方合作总净收益最大化的结果，

交易费用普遍存在。

香港和澳门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特区政府的惯

例是尽可能采用市场机制供给交通基础设施。在港

珠澳大桥的决策中，中央政府和内地地方政府尊重

特区政府诉求，坚持与特区政府通过平等协商的市

场机制达成合作。但在备选方案没有交集的情况下，

合作方很难自主得出妥协性方案。越是涉及城市长

远发展利益，受到市民普遍关注的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各方越是追求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合

作方之间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越高，各方合作的总

净收益被稀释地越多。随着谈判周期的延长，项目

的投资额也会持续飙升。届时，尽管各方均想促成

合作，但妥协性方案却会越来越难以达成。

在登陆点选址决策过程中，交易费用既包括潜

在的代理成本，也包括为达成合作而开展的高昂谈

判成本。尽管交易费用很难具体量化，但谈判协商

过程历时近 16 个月，始终没有达成“合作解”。合

作无法达成的症结就是当各方感知到的达成妥协性

方案的交易费用已经高于合作的总收益时，市场机

制失灵。那么，破解症结的直接途径就是提供一个

能够低成本降低交易费用的协调制度框架。

 2.3    “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协调制度框架

“政府–市场”的共同效应在中国公共工程和公

共服务供给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4-57]。在大湾区

跨体制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中

央政府、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广东省政府

以及广东省相关城市政府。为了厘清在某项具体合

作中行为主体采取的是行政规则、市场规则或者二

者的组合，本文将行政规则定义为具有位阶差异的

主体间采用的行政性行事规则；将市场规则定义为

在特定合作中具有平等关系的主体间采用的平等协

商的市场性行事规则。各级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其

行事规则既可能是行政规则，也可能是市场规则。

例如，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间的合作既可能依靠市

场规则，也可能通过行政规则；城市政府间的合作

通常采用市场规则。

“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协调制度框架可以

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图 1）。降低潜在的代理成本的

思路是通过提供一个解决争议的制度框架，让决策

集团能够作出妥协，且不会产生背叛委托人的风险。

制度框架需要融合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 2 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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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方都市报. 港珠澳大桥落脚点未定 广东建议在珠海横琴登陆.（http://www.chinahighway.com/news/2004/87957.php）[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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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市场机制有效的情况下，制度框架应保障

合作方通过平等协商的市场规则达成合作。这有利

于合作方围绕具体问题，通过市场化方式平等协商

地探索出各方均相对满意的妥协性方案。此时方案

接近最优的“均衡解”。

当市场机制失灵时，为了合作能够继续，合作

方可以自主选择执行行政机制，通过制度程序的裁

决得出一个理论上的“次优解”，现实中的“最优解”。

并能够利用行政机制的强制力量，监管和实施裁决。

在具备融合了市场和行政 2 种协调机制的制度框

架的情境下，一旦市场机制失灵，就可以选择通过

行政机制裁决出一个合作解，以保证合作能够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一方的利益受损，都不会产

生明显的潜在代理成本。因为，在市场机制失灵的

情况下，“合作解”并不是由于代理人的妥协得出的，

而是由行政机制裁决的。

如何保障跨体制协调制度框架能够有效实施？

理论上，政治组织作为具有强制力量的第三方，在

监管和实施契约方面普遍具有优势。在大湾区跨体

制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合作协调制度框架中可以引

入中央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和实施行政裁决。三地

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行事规则存在市场机制和行政

机制 2 种逻辑。当市场机制失灵时，中央政府可以

低成本地对三地政府施加行政影响以保障行政机制

的有效运行。

 3    港珠澳大桥登陆点选址制度协调实践

 3.1    跨体制登陆点选址行政协调

面对珠海与澳门间的登陆点选址困境以及缺

乏有效的跨体制协调途径，三地政府选择向中央政

府寻求行政协调。2005 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邀

请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委的专家代表在珠海召开了

港珠澳大桥桥位技术方案论证会，听取 3 方意见，

围绕“澳门明珠–珠海拱北”及“澳门北安–珠海横琴”

2 个登陆点选址方案进行比较。可行性研究得出的

主要研究结果为：① 登陆点选址在横琴岛。优势：

在交通组织方面，大桥在横琴岛登陆与珠海及国家

的路网规划相衔接，将使从粤西进入珠海到港、澳

的通道更顺畅。可从横琴岛规划高速公路直线连通

珠海机场、珠海港和广珠铁路等大型交通设施。在

空间发展方面，横琴岛已成为泛珠三角共同开发区，

多个重大旅游、能源项目已经动工兴建。大桥登陆

横琴岛能带动该地发展。劣势：大桥长度增加，投资

额提高。② 登陆点选址在珠海拱北。优势：在可达

性提升方面，从拱北到香港机场和迪士尼乐园不超

过 30 min 车程，有利于珠海高科技产业和旅游业

发展。此外，大桥造价更少，建设工期更短。劣势：

在交通组织方面，拱北口岸空间小，客流量大，交通

已经严重拥堵。即将开工的广珠城际铁路珠海站选

址也在拱北，在拱北登陆将对交通分流、城市建设

产生消极影响①。

专家组经过综合比选，推荐港珠澳大桥澳门登

陆点选址在明珠，珠海登陆点选址在拱北，并将结

论提交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三地政府均表示执

行这一决策。中央政府作出决策的主要考虑是：三

地政府应首先通过平等协商的市场规则寻求共识。

在因无法达成共识导致项目停滞的情况下，通过中

央政府的行政协调保证合作可以继续。在登陆点选

 

中央政府

内地政府 特区政府

项目法人

联合工作委员会

中央政府

行政机制
市场机制

合作困境 协调机制

交易费用理论 制度理论

“政府−市场” 共同作用下的跨体制协调制度框架

市场失灵
作
用
机
制

市场机制 行政机制

均衡解 次优解

图 1    “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大湾区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about cross-system cooperation of transport suppl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co-effect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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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方案决策中，中央政府更多地考虑了澳门的诉求①。

 3.2    “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跨体制协调机制

继登陆点选址困境后，港珠澳大桥又陷入了

“口岸模式选择”等合作困境，项目进程多次因三地

意见不统一被迫搁置。考虑到在登陆点选址协调中

探索出的跨体制协调的作用，三地政府与中央政府

决定将跨体制协调机制制度化，建立了正式的“政

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三级架构、两级协调”制度

框架。

为了保障三地政府能够首先通过市场规则达

成共识，在协调小组的基础上，三地政府成立了“港

珠澳大桥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地委”），

通过平等协商的市场规则协调项目建设和运营中的

重要问题。委员会的召集方首席代表为广东省发展

改革委、香港方首席代表为香港运输及房屋局，澳

门方首席代表为澳门建设发展办公室。随后，三地

政府共同成立了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以项目法人身

份代表三地政府在一定权限内开展协调工作。

当市场机制失灵时，为了协调三地无法达成共

识的重大决策分歧，2006 年 12 月，国务院决定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成立“港珠澳大桥专责小组”，

以通过行政机制协调各方利益。成员还包括交通运

输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及香港、广东、澳

门三地政府代表。至此，形成了整合了“政府–市场”

共同作用的跨体制协调制度框架。在港珠澳大桥后

续的“口岸模式选择”等重大决策协调中，均应用了

该跨体制协调机制。

为了总结和应用跨体制协调经验，提供一个正

式的制度框架，2010 年 2 月，在中央政府的牵头下，

三地政府共同签订了《港珠澳大桥建设、运营、维护

及管理协议》，将融合了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跨

体制协调机制制度化：“本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

任何分歧或争议应通过三地委平等协商解决。若三

地委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各方首席代表分别上报

各方政府，三地政府应就分歧或争议进行友好协商；

若三地政府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任一政府可将

争议提交专责小组决定。专责小组的决定一经作出，

三地政府和三地委应执行。三地政府之间、项目法

人与任何一方政府之间不得在任何区域启动任何诉

讼程序”②。

 4    跨体制协调制度框架特色及作用
机制

跨体制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合作依赖正式的协

调制度框架。在内地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合作中，

协调途径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其

中，基于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非正式的协调在实

践中是更加常用的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非正式的

协调之所以奏效的关键是合作方处于相同的制度环

境中，尤其是它们之间存在着超越市场逻辑的，对

双方都有强约束力的行政关系。“一国两制”背景下

的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与内地跨城市的合作相比具

有制度异质性特点。非正式协调途径的效果会大打

折扣。由于信息和实施的不完全，设计一个完美的

正式协调制度框架的成本高昂。这也是内地的政府

和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在合作中采用非正式的协调途

径的重要原因。在内地的实践中，非正式的协调途

径能够低成本实施，是因为这些合作行为享受了

“体制”作为一种无形的公共物品产生的规模经济

效益。而这种“体制”的独特性是均质，且包容了政

府和市场的双重协调逻辑。因此，非正式的协调依

赖均质的制度环境，在跨体制的合作中，提供正式

的协调制度框架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途径。

协调制度框架需要融合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

在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首先建立在市场经

济的基本逻辑上。但当合作方的选择受限与谈判费

用高昂时，市场机制会失灵。那么，就需要一个能够

融合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正式的制度框架，以发

挥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在内地的实践中，得益

于既存的、成熟的行政体制，即使不做出专门的制

度安排，合作方也可以低成本地使用非正式的行政

协调工具。但在跨体制的协调中，不能忽视对制度

框架中行政机制的设计。为了使跨体制协调制度框

架中的行政机制能够尽可能低成本实施，需要充分

利用“一国两制”体制的规模经济效益。在“一国两

制”下，内地的省级政府通常被认为与特区政府具

有平等的行政地位。因此，在内地省级政府（及以下）

与特区政府（及以下）的关系中，协调制度框架仅应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得到市场均衡解。当市场

机制失灵时，应在制度框架的行政机制中引入中央

1522 地　　理　　科　　学 43 卷

① 资料来源：作者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通过对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编号 A）和珠海市港珠澳大桥建设协调办公室（编号 B）相关工作人员

的访谈获得。

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港珠澳大桥建设、运营、维护及管理协议. 2010-02.
 



政府作为“第三方”。制度框架的设计应尽可能保证

中央政府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的角色。例如，

由中央政府的专业部门聘请相关专家团队组成评议

组对方案进行投票。中央政府的作用是发挥上级政

治组织作为“第三方”的规模经济效益，保证专家团

队的意见能够通过行政机制执行，而不是代替市场

机制直接作出行政裁判。

启动行政机制的阈值是当行政协调的合作总

净收益明显大于市场协调。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供

给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优势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合作方在谈判过程中会不断地计算自己的收益与成

本。只有各方都对自己的净收益满意时合作才能达

成。只要市场机制奏效，得出的合作解就接近均衡

解，合作的总净收益接近最大化。但当市场机制失

灵时，潜在的合作收益无法达成，为了继续合作，就

需要启动协调框架的行政机制。由于行政体制的规

模经济效应，在很多情景中政府部门感知到的采用

行政机制的实施成本比采用市场机制要低的多。这

也是在一些实践中出现行政权力扩张现象的重要原

因。但是，通过行政机制达成的合作的总净收益通

常不是最大的。因为限制决策自由的行政裁判会导

致合作的非均衡结果。即使会出现部分合作方的净

收益增加的现象，也是建立在有合作方的净收益受

损的基础上。因此，只有在市场机制失灵情况下，通

过行政机制达成合作的总净收益才会大于市场机制。

 5    结论

本文融合了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理论，提出在

粤港澳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中，内地地方政府与特

区政府之间的行事规则应建立在市场机制上，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事规则具有市场和行政

2 种逻辑。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视角，将交通供

给研究从行为层面拓展到行为的行事规则层面。这

有利于对合作行为开展机制分析，进而从底层逻辑

上厘清市场和行政 2 套行事规则在促成合作中的

作用。

交通组织、可达性提升和空间发展是三地政府

进行港珠澳大桥登陆点选址决策的主要考量。由于

各城市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

当三地的核心诉求无法同时满足时，选择受限导致

各方的备选方案没有交集。由潜在的代理成本和谈

判的交易成本构成的高昂的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失

灵的成因。

协调跨体制合作困境的关键是提供一个融合

市场和行政 2 种机制的正式的协调制度框架。由于

体制的异质性，跨体制的合作依赖正式的制度框架。

“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协调制度框架能够有效

降低交易费用。制度框架的设计应为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制度框架中的行政机制需要引

入中央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和实施裁决。当市场机

制失灵时，合作方可以选择启动行政机制，通过制

度程序的裁判得出“合作解”。

启动行政机制的阈值是当行政协调的合作总

净收益明显大于市场协调。由于行政体制的规模经

济效应，政府部门感知到的采用行政机制的实施成

本通常比市场机制小的多。但通过行政机制达成合

作的总的净收益通常小于市场机制。一般只有在市

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启动行政机制以保

证合作能够达成。

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视角为理解跨体制的

公共物品供给合作行为和协调途径的作用机制提供

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分析思路。由于缺少相关数据，

本研究没有量化启动行政协调的阈值，尚缺乏对交

易费用的定量分析，同时也缺乏与类似跨界案例的

对比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对港珠澳大桥登陆点选址

不同方案下的各地净收益及不同协调方式下的合作

总净收益开展定量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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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system planning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The case of planning di-
lemma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of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Hao Zhesong1，Peng Ying2，Yang Jiawen1

（1.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Hunan,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bout cross-system cooperation of transport suppl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under the co-effect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by
integrating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It researches on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the co-
ordination  mechanism  of  cross-system  cooperation  with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which is  a  mega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crossing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order.  This  study draws
four  conclusions.  First,  traffic  organization,  accessibility  improvement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conside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when  planning  cross-borde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Second,  the  negoti-
ation dilemma results from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nd a lack of cross-system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frame-
work.  Third,  the  key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is  to  establish  a  formal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framework,
which integrates market and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Forth, the threshold of launching administrative mech-
anism is when the total net benefit of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market co-
ordination. The cross-system coordination mechanism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while China moves forward
its GBA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nsportation Power initiatives.

Key words:   regional  integration; cross-border  governanc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cross-system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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